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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政府實施海禁，禁止老百姓到海外或與

外商進行貿易，而廣州則成為中國唯一的對外通

商口岸。1 南中國海的船隻，通過伶仃洋以及珠

江的河口海灣，可以從水路進入廣州，進行商貿

活動。而另一方面，廣州是東江、北江及西江匯

流的地方，河流網絡連接與廣東及廣西等不同地

方，讓廣州得到廣闊的腹地支持。2 

　　從南中國海進入廣州，珠江口是必經水道。

珠江的河水從上游將泥沙帶到大海，並在三角洲

的河道出海口堆積，形成陸地，這些新形成的陸

地稱為「沙田」。這些沙田除了是沿河口兩岸發

展外，還會在海灣中的島嶼四周堆積。3 

　　沙田的出現是一個自然現象，但人工將河

水阻截，可以加快沙田形成的速度。在數百年

間，廣州與南沙之間形成了50公里長的沙田區。

今天的黃閣，本來是一個島嶼，沙田在島嶼周圍

形成，在黃閣的南面形成的沙田，便是今天的南

沙，有「南面沙田」的意思。東面的海灣則成為

獅子洋水道，出海口虎門，是進入廣州的主要水

道入口。

　　沙田區內水道縱橫交錯，河涌為農田灌溉提

供水源，也是水路交通的通途。但眾多的水道卻

阻礙了陸路交通的發展，使沿海沙田地帶，尤其

是南沙一帶，成為孤懸之地，更有稱之為「鑊底

地」及「番禺的西伯利亞」4。然而在過去的20

年，南沙慢慢成為重點開發地區，更成為廣州市

擴展的一部份。現在南沙及其西南面的萬頃沙，

更是廣州市的重要港口。近年，南沙更成為新發

展的「大灣區」的一部份，估計在最近的將來，

在地區發展政策的主導下，南沙及鄰近地區將會

出現很大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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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珠江三角洲的邊緣

　　在傳統社會，人口聚落的發展需要依靠糧食

的供應，土地可以產出糧食，是一項重要資產。

地主擁有土地，租予佃農耕作，收取租金，成為

他們的經濟收入。所以擁有及控制土地資源，是

地方社會組織的一個任務。

　　珠江三角洲的沿海及河口自然增長的土地，

成為地方社會不斷新增的資源。有人力物力的地

方社會組織，例如大宗族等，更會利用這個自然

過程，以圍墾的方式，加速土地的形成。方法是

首先在河邊及堤圍外種植水草及蘆葦等水生植

物，幫助泥沙堆積，繼而以木樁等在河邊築起堤

圍，有些更利用附近石礦場開採之花崗岩塊建築

堤圍，創造新生土地。

　　黃閣與南沙一帶的沙田，主要是在過去的數

百年中慢慢形成。5 沙田尚未出現前的海灣是鹹淡

水匯流的地方，雖然珠江的河水注入海灣，令到

水中的鹽份大大降低，但新形成的沙田還是帶有

鹽份。而農田的灌溉，還是要依靠當地帶有鹽份

的河水，夏天內陸雨水充足，大量的珠江河水注

入海灣，這些水源可以用來灌溉，但在冬天的時

候，由於雨水減少，珠江江水流量相應減少，在

此消彼長的情況下，南中國海的海水便會抵達南

沙，沿岸甚至岀現海水倒灌的現象。

　　初期在海邊形成的沙田，都是低窪地帶，泥

土鹽份高，還未可以成為理想的耕作農田，只可

以種植如鹹水草或蘆葦等耐鹽的植物，或發展基

圍6 及魚塘等水產養殖業。但當沙田繼續增長擴

展，原來的沙田的鹽份降低，便可以種植蓮藕等

水生植物，或以粗放形式耕作的番薯，又或種植

蒲葵或果樹等商品作物。

　　經過一段時間後，才可以開始在沙田種植稻

米，但土質及水源並不適合一年兩造的稻米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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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了提高稻田的產量，地方發展了「掙稿」

的種植方法，就是將每年一造的早熟及晚熟稻米，

分兩批先後種在同一塊田裡。這樣，兩批稻米便

在不同時間成熟，以此增加稻田的產量。7 再者，

由於新發展沙田區的人口不多，沒有充足的人手

從事密集的農業耕作，所以大都是以粗放的方式

進行。

　　在另一方面，三角洲邊緣地帶的鄉民，除了

耕作之外，也會在近岸捕捉魚蝦，從事水陸兩方

面的經濟生產活動。8 南沙的鄉民，更參與地方石

塘的開採工作。南沙的小山丘，本來是海灣中的

小島，這些小島的花崗岩層也就成為圍墾沙田堤

圍的建築材料，後來這些建築材料更運往香港，

供應香港的建築業所需。

　　土地本身不會移動，但當一片土地周圍的環

境改變時，便會影響到該土地的價值。在珠江三

角洲，土地所處的環境有一個不斷變化的過程。

由於土地不斷向海洋的方向延伸，本來位於海邊

的土地，慢慢變成在內陸，而土地中的鹽份逐漸

減少，低窪沼澤慢慢變成是可以耕作的農田。若

果地方交通得到改善，土地的經濟價值也更且可

以進一步提升。

二、前緣地帶

　　珠江是由西江、北江、東江和珠江三角洲內

所有河流所構成的龐大水系。西江發源於雲南

省東北部，幹流流經雲南、貴州、廣西及廣東四

省；北江源出江西及湖南兩省南部，東江源出江

西省南部，兩江水系網絡集中在廣東境內。由三

江構成的龐大河流網絡，將珠江三角洲連接到一

個跨越廣東省的腹地。而在另外一個方向，珠江

三角洲的河涌與南中國海連接，這些水路網絡也

便將南中國與外面世界連繫起來。

　　珠江三角洲內眾多的河涌，構成了水運交通

網絡及農田灌溉系統。而在珠江口萬山群島及擔

桿山群島一帶，珠江河水與海水匯流，曾經是一

個豐富的漁場，於是在珠江口沿岸，形成了不少

漁民聚落。9 早期漁民大都住在船上，在不同的海

灣停泊，也有一些漁民在潮間帶建築棚屋居住，

形成漁村聚落。漁民利用漁船捕魚，同時他們的

漁船也成為水路運輸活動中的基礎元素。10 他們

採取流動的生活及作業方式，並掌握珠江口的航

道及海岸地形，而成為一群適應在珠江口生態環

境生活的群體。水路交通成為珠江三角洲居民與

外面世界接觸的渠道，而漁民便成為最先與外面

世界接觸的群體。11 

　　明清王朝時代，廣州是中國的唯一一個通商

口岸，加上後來葡萄牙於澳門、英國於香港建立

殖民地，水路網絡便將珠江口這三個地方連繫起

來。而這個地方也與中國近代的發展緊密的扣連

著。在近代的歷史過程中，當中國與外面世界關

係改變的時候，這個邊緣地方，也成為中國與外

面世界互動的前緣。當沙田在這個海灣地區形成

之初，已成為地方勢力爭奪的資源。12 西方的知

識與技術經澳門傳入中國。在虎門的鴉片戰爭，

是清朝與英國衝突的高潮點，結果香港變成了

英國的殖民地。及至近年「大灣區」的策略發展

中，南沙成為區域現代化與都市化發展的一個重

點——南沙成為「發展」的前緣。

三、沙田上的社會組織

　　珠江三角洲河流出口及邊緣地帶土地形成的

自然過程，吸引人工的土地開闢計劃，有人力物

力的社會組織便積極的參與其中。在南沙開發的

早期，來自珠江三角洲核心地區，富有圍墾沙田

經驗的大宗族，便很自然的參與其中。弗里德曼

（Maurice Freedman）以他在南中國的研究指出，

這些新開闢地（frontier）有著肥沃的土地、適宜

耕作的氣候，也促成聚落的出現。然而由於地方

處於王朝國家體制的邊緣，聚落要自己解決耕作

人手、灌溉及治安等問題。基於管理地方社會及

保護地方資源的需要，也就促成了宗族組織的出

現。13 

　　根據我們在南沙的田野材料、收集的碑銘及

族譜顯示，這個地區的宗族組織，主要在黃閣及

塘坑出現，14 那裡是初期沙田形成的地區。而這

些宗族組織的規模，相對於番禺及順德的都是比

較細小。而其他村落，大都是散居的雜姓村，人

口不多。弗里德曼的理論指出了珠江三角洲邊緣

地方宗族組織出現的相關性，但中間卻忽略了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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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洲沙田形成的漫長過程，對地方社會組織的形

成與發展所造成的影響。15 

　　沙田的圍墾，一方面需要投入資本，另一方

面需要大量人力。在傳統農業社會，三角洲邊緣

地方沒有太高的農業價值，沙田圍墾是一項長時

間的投資。所以圍墾的資本，多是來自地區以外

的財團，不乏來自已經發展的大宗族。 16 然而

人力哪裡來呢？珠江三角洲的河涌水流有一個特

點，就是河水自北向南，流向三角洲的邊緣，

最後進入南中國海。人口的移動，也會隨著水

流的方向。尤其是住在船上的老百姓，這些在陸

地上沒有房屋、沒有耕地的貧困「船民」。他們

的船隻分佈在河涌上，隨著河水漂流，他們除了

捕魚、參與運輸工作之外，也會在岸上尋找工作

機會。三角洲的邊緣地帶的其中一項工作，便是

建築堤圍，進行沙田圍墾工程。於是，這樣便形

成有財有勢的大宗族，在三角洲的邊緣地帶，聘

請當地的船民，從事圍墾工作。而當沙田形成之

後，土地是屬於不在地的地主，沙田由地方稱為

「耕仔」的佃戶承租。這些佃戶進行耕作之餘，

也會在沿海進行捕魚。他們也成為活動於水陸之

間的邊緣群體。

　　生活在這些邊緣地帶的鄉民，都被冠以「蜑

民」、「蜑家」或「水流柴」等污蔑性的族群

名稱，他們被視為南中國土著的後代，有別於自

中原南遷的漢族。在歷代王朝社會，他們被邊緣

化、被剝奪參加科舉考試的權利、被排斥於陸地

社會之外，世世代代成為邊緣群體。17 

　　珠江三角洲是廣東最富庶的地方，也是宗族

組織發展最蓬勃的地方。若按宗族的財富及組織

規模，可以有大小之分。強大的宗族處於番禺及

順德等三角洲核心地帶，這裡也是沙田最初發展

的地方。往三角洲的邊緣方向，宗族的數目減

少，宗族的規模也相對地細小。很多聚落都是以

雜姓村的方式存在，在最外面的海邊，便只有住

在船上的船民。循著沙田的歷史發展過程及地理

伸延方向，我們不難發現一個由大宗族、小宗

族、雜姓鄉村以及水邊船民所構成的三角洲邊緣

地帶社會組織結構。

四、記錄變遷

　　珠江是南中國的大河，江水不斷將河流上游

的泥沙地帶到河口堆積，形成三角洲，而三角洲

邊緣不斷有新土地的出現。地方社會組織則透過

不同的方法，阻截水流，進行圍墾工程，獲得土

地。而土地利用的方式，也隨著沙田的延伸及其

相對位置而有所改變。可以說，沙田是一個地

理、生態環境與社會組織不斷變化的地帶。

　　數十年來，珠江三角洲的宗族組織，成為學

術界關注的研究課題，也累積了很多研究成果。

然而隨著地理及環境的轉變，加上王朝管治及世

局的變化，在過去百多年來，老百姓在三角洲邊

緣地方的生活方式，地方社會的組織及發展形

態、與外面世界的關係等，都是很有意義的研究

課題。南沙的歷史與社會可以幫助我們回答很多

相關的問題。南沙的老百姓在宗族活動、廟宇修

築、神誕慶典中，都留下了很多痕跡與記錄，本

書冊收集相關的文字記錄資料，希望可以成為未

來研究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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